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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知识组织的视角，对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进行考察。将之比照于基于“编述”和“抄

纂”的古代文献组织结构，发现两者具有一定的对应性。把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划分为基于自然及社会名物、

基于文献单元、基于知识单元三个层次，并对每个层次的知识组织方法、知识组织成果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本研究对于揭示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因承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文献编纂　知识组织　图书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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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现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迄今，已完成了知识
论的转向，涌现出一系列与知识论相关的理论成果，如

“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管理论”、“知识

集合论”等。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提

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沟通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

馆学的血脉联系提供了一个新契机。因为以往的学术

史研究，通常只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界定在文献征求、

版本、目录、校勘与典藏的范畴内，而丧失了部分核心

内容，文献编纂即是其一。而实际上，中国古代图书馆

学的发生与发展，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近代西方的道路，

表现出明显的文献学特质。因长期受制于专制的政治

体制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它没能在文献的公共利

用方面建立起相应的学说和制度，但却因长期专注于

文献内容的整理，在知识的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令同

时代的西方难以企及的成就。历史上所谓的“校雠

学”或“文献学”，实际上为人们利用文献和获取知识

提供了学术支持，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发展相适

应，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本土化的（而非“图书馆”机构

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其中文献编纂是其核心组成部

分，其实质就是古代知识组织。本文即从知识组织的

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献编纂的现代学术价值。

　　依照张舜徽先生的观点，文献的生成可分为著作、

编述和抄纂三种方式［１］。著作，强调的是前所未有的开

创性。编述和抄纂则是在已有著作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或重新编排，是对文献的组织加工，即文献编纂。虽同

为编纂，编述与抄纂还是有区别的。所谓“述”，《说文解

字》解释为：“循也”。也就是有所因循，不凭空杜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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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因循并不是简单继承，而是有所创造地继承。它要

求编述者在对前人作品消化、吸收、领会的同时，还要有

所增益，使之更完整；或有所删订，使之更正确。像司马

迁编写《史记》，就是博采《六经》、《世本》、《国语》、《战

国策》、《楚汉春秋》之类的古书，通过裁剪、熔铸、钩玄的

工夫总结出来的。对于那些隐晦的道理，还要作一番探

微索隐的工作。像汉魏以来汗牛充栋的儒家书籍，几乎

都是祖述六经的，基本上都是编述的成果。抄纂则是按

照既定体例缀辑旧文，其特点是不加改窜地照录原文，

一般注明出处，但也有不注出处的。像古代丛书、文集、

类书、档案类编的编纂，都属此列。抄纂与编述的最大

区别在于，前者是原封不动地辑录（依完整程度分全录、

节录和摘录）原文，只在编排体例上进行改动；而后者是

将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文献融会贯通地糅合在一起，

通常不注出处，也看不出原文痕迹，有的还有编者个人

阐发的见解，因而创作性更强。

　　按照编纂对既有文献的加工深度，可将古代文献
组织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见图１）：①一次文献编纂：
指对一次文献的原文进行汇编或选编，编纂类型有文

集、丛书和类书等。因其照录原文，故与抄纂的文献生

成方式相对应。②二次文献编纂：通过著录文献的内
容或外部特征来组织一次文献，有时也通过撰写类序

和提要来反映图书内容及各家学术源流，编纂成果主

要有书目和索引。因其既有对原有文献书名、作者及

字词的摘编，也有编者自己的撰述，故其性质介于抄纂

与编述之间。③三次文献编纂：通过二次文献的指引
获得大量一次文献后，对群书内容、观点、史实进行分

析、归纳和综述，编写出一种全新的文献，如历代正史、

政书、年表等。因其完全以编者自己的语言来书写，故

与编述的文献生成方式相对应。

图１　基于“编述”与“抄纂”的中国古代文献组织结构

２　 基于自然及社会名物的古代知识组织

　　所谓知识组织，简而言之，就是对知识进行整理、

表达与序化的过程。但知识不是一种虚无的东西，必

须固化在某一具体的物质载体上，才有可能被人们认

知和接受，而文献就是这样一种天然载体。“文献”一

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在中国古代历来有二重涵

义。以东汉的郑玄及南宋的朱熹为代表，将“文”解释

为“典籍”，“献”解释为“贤才”。这种对文献的理解，

暗自契合了现代知识论对知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二

重划分［２］。古代的知识组织与获取就是围绕着“征

文”与“考献”展开的。“征文”，即通过典籍的搜集与

组织整理，获得书面记录的客观资料，与今天的文献工

作并无二致；“考献”，即通过与耆老故旧的口头交流，

获取第一手的知识信息，与现在的参考咨询、情报服务

也并无本质不同。无论是“征文”获得的典籍资料，还

是“考献”得来的知识信息，在古人眼里只有“叙事”与

“论事”（见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叙》）的区别，它们都

是从事文献编纂和知识组织的素材。由于文献的性质

是知识的载体，所以文献组织的实质就是知识组织［３］。

中国古代知识组织与文献编纂是一体的，透过表象的

编纂形式，笔者将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划分为基于

自然及社会名物、基于文献单元、基于知识单元三个层

次，如图２所示：

图２　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

　　在人类社会的知识系列中，有一类是人们经过漫
长的岁月积淀下来的对自然及社会的基本认知。它是

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具原创性和精髓性的知识。比

如古人对天文气象、山川地理、草木虫鱼、政治制度、社

会结构的基本认识。这类知识在没有被系统组织之

前，多存在于人类大脑的群体记忆中，通过口耳相传的

方式承袭下来，可视之为“公共的隐性知识”。文字发

明以后，人们才开始试着用一种显性的方式把它客观、

系统地记录下来，而字书（含字典和词典）的编纂就是

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字书作为记录下来的文字系统

和知识系统，反映了古人对于天地万物、社会以及人类

自身发展的认知的思想成果。

　　阐释与组织，是字书这个知识系统形成过程中的

两大要素。阐释，是字书知识系统区别于其他知识组

织成果的重要特点。解释字词、自然及社会名物的含

义是字典和词典的基本功能。如《说文解字》释“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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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子例切”［４］。释义、释形、

释音兼而有之，故郭璞在《尔雅·释诂第一》中说：“此

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５］。可见“释”言

“通”语是古代字书的基本功能。但古代字典和词典

阐释的内容不仅包括字词的读音和含义，对其形而上

的旨趣的阐发也是其重要内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要

依赖编者的“个人隐性知识”来完成它。组织，是字书

知识系统形成的另一个要素，其组织模式是基于自然

及社会名物层面的，以汉字单元或自然、社会名物的基

本概念（如山川、草木、宫室、器具等）为单位。对语言

文字和社会概念的组织，能有效地体现被阐释对象之

间的联系。《说文解字》排列组织汉字部首的顺序以

及每个部首组织容纳的汉字之间并不是无序可循的，

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安排：它共有５４０个部首，从“一”
部开始，到“亥”部结束。每个部首中汉字的排列依据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原则，按其意义上的联系进

行组织，把这种原则引申开来，“以究万原”，使得整部

词典收词数量庞大却不显杂乱。

　　字书编纂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无所凭借地创造
知识，而是将社会上已经存在的长期积累的知识组织

起来。这类分散的知识在被组织之前，是零星而不成

系统的，美国情报学专家斯旺森教授（Ｓｗａｎｓｏｎ）称之为
“未被发觉的公开知识”。在他看来，我们有时候可能

并不一定会发觉社会上的某些公开知识，这是因为还

没有任何一个人同时了解这些知识内部具有内在逻辑

关系的各个部分［６］。但当这种“未被发觉的公开知

识”经过记录者有意识地记录（显性化）、序化（编码

化），并将字词及其含义进行匹配（阐释）等一系列处

理过程之后，它们就以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留存在文

献载体上，成为显性有序的公共知识。

　　在对自然及社会名物概念进行知识组织时，古代字
书采取知识聚类的方法以服务于知识的存储与检索，具

体包括：①按韵聚类，如音韵类字典或按四声（平上去
入）分部，或按《平水韵》１０６韵分类排列。②按形聚类，
即以文字的偏旁部首为排列的依据和查检的线索。这

一方法即源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此后的工具书编

纂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影响。③按概念主题聚类，这种组
织方法主要体现在训诂类词典中。以《尔雅》为例，全书

依“语言文字—社会名物—自然名物”的逻辑顺序，分

“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

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等１９篇，其中前３
篇是释语言文字的，后１６篇是释社会及自然名物的。
按不同聚类方法形成的字书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如按

韵聚类的字书为典型的线性结构，而按形聚类和按概念

主题聚类的字书则呈现树状结构。

　　除了综合性的字书外，古代不少专科性的医书、农
书、经书等也属该类型知识组织的成果，如《黄帝内

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医学理论典籍，它既

非成书于一时，亦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将战国以前医

学知识进行系统组织的集成之作；北魏时期的《齐民要

术》系统记载了农作物的耕种、蔬菜瓜果林木的栽培、

禽畜渔的饲养、农副产品的加工等方面的农业知识；

《仪礼》则较全面地记录了周代士大夫冠、婚、丧、祭、

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方面的知识。这些专科论著

的编纂通常也采用聚类的方法进行知识组织和序化。

３　基于文献单元的古代知识组织

　　除去隐性的公共知识外，大量其他知识是以典籍的
实体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为了便于保存和利用这

些知识，古代学者通常要对它们进行组织加工。基于典

籍的古代知识组织按照指向对象和加工深度，可分为文

献单元和知识单元两个层次。前者是以整部或整篇文

献为单元的，如文集、丛书、书目及部分类书的编纂等。

它所记录和表达的知识一般是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知

识体系，但在具体组织结构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文集的编纂是以篇为单位的，通常从两个角度来
聚类文献：①从知识的内容属性或形式属性出发，前者
按主题汇聚诗文，如宋人赵孟奎编《分门纂类唐歌

诗》，分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仙释

观寺、服食器用、兵师边塞、草木虫鱼等八大类，每大类

又分若干小类；后者按体裁汇聚诗文，如《文选》分为

赋、诗、骚、七、诏、册、令等３８类。②从知识生产者属
性出发，如《三苏文粹》、《六李集》按作者姓氏类聚作

品，《历朝闺雅》、《吴中女士诗抄》按作者性别类聚诗

文，《释文纪》按僧人身份类聚文献，《江湖集》按流派

类聚诗歌，《中州集》按地域汇聚作品。

　　丛书的编纂是以整部文献为单位的，内中各部文
献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从知识组织的角度来看，它

既可以按一定的知识主题（如某人、某地区或某学科）

编成专题知识库，也可以按知识体系编成内容涵盖文

学、历史、哲学、地理、天文、历法、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

知识库。古代丛书常以“海”、“库”、“全”等气势庞大

的字眼冠名，就说明了其知识容量之丰富。在具体组

织方法上，丛书也有汇编类、地方类、家集类、自著类［７］

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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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目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
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８］。中国

古代书目虽有传录体、辑录体、叙录体之分，但其知识

组织的层次都指向作为整体的文献单元。从知识组织

方法看，知识聚类法是书目编纂的主要方法。所谓知

识聚类，是“按一定的聚类标准分门别类地加以类集和

序化的过程”［９］。而书目采用的是按学科知识体系聚

类的方法，通常采用“部（或略）－类（或种）－子目 －
文献单元”的层级体系，其立类标准主要视学术的发展

和图书的变化而定。从知识辅助性手段来看，书目编

纂融入了类序、提要等方法，或概述图书内容，或介绍

成书经过，或揭示作者生平，或阐发学术源流，其最高

目标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书目这种基于文献

单元的知识组织形式，便于读者了解一个时代或某一

学科的文献总体概貌。

　　类书的编纂相对复杂，既有以整篇文献为单位的，
如《文苑英华》收录萧梁至唐五代时期的作品近２万
篇；也有以文献片段为单元的，如《册府元龟》采摘历

代经史图书中有关君臣事迹的资料，按人物阶层身份

归类成书；还有以文辞语句为单元的，如《子史精华》

专采子、史部及少数经、集部书中有关社会情况、自然

知识、学术文化方面的名言隽句。在知识组织层次上，

前者是基于文献单元的，后两者则是基于知识单元的。

基于文献单元的类书编纂，其知识组织方法通常采用

以文聚类的方式，也就是按文献体裁聚类，如《文苑英

华》分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等

３９类，这与文集的组织方法类似。

４　基于知识单元的古代知识组织

　　基于知识单元的古代知识组织层次，深入了文献
的内容单元。从外在形式来看，它以文献片段或语词

为组织单元，记录和表达的知识虽不如基于文献单元

的知识组织系统那样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完整的知

识体系，但其指向的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知识点，因而

分散性和独立性更强。古代基于知识单元的知识组

织，从编纂形式来看，主要有索引、年表、部分类书、史

书、政书等。

　　索引的编纂，是将文献题名、作者、出版者等相关
事项及文献内容中具有检索意义的实体事项（如人物

名称、地理名称、制度名称、主题概念等）抽取出来，按

照一定的顺序组织编排，形成新的知识序列以供人们

查检。古时那些名为“玉键”、“针线”、“索隐”的书籍，

大都属于索引，如明代张士佩《洪武正韵玉键》是对

《洪武正韵》所收各字的分类索引；清代蔡烈先《本草

万方针线》是为《本草纲目》编的方剂索引；汪祖辉《史

姓韵编》是提取二十四史中的人名按韵编排的一部群

史人名索引。它们的编纂都经过了三个步骤：抽取所

需款目（人名、地名、职官名等），按类或按韵编排款

目，注明款目的文献出处。索引是通过对文献知识内

容的深层次标引和重新排序，形成新的知识客体。此

过程实际上也是知识因子的重组过程。所谓知识因子

重组，是知识重组的一种形式，“是指将知识客体中的

知识因子抽出，并对其进行形式上的归纳、选择、整理

或排列，从而形成知识客体的检索指南系统的过

程”［９］。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因子间的关联并未改变，

没有产生新知识，但改变了原有知识因子的空间结构，

便于人们检索知识信息。

　　年表的编纂与索引类似，只不过它抽取的知识点不
是一般的实体事项，而是与选定对象有关的重要历史事

件（即所谓“大事”），故又有大事编年、大事记、大事纪年

等称谓。如果选定的对象是人，则又叫年谱。年表抽取

知识点的范围通常不限于一书，即它不是作为读者获取

一书知识点的辅助工具，而是广收博取，凡与特定对象

有关的文献都在搜检征引之列，可独立成书。在知识序

列上，年表有严格的编排体例，即以时为经，以事为纬，

浓缩了特定对象在特定范围内的各种重要史实。

　　如前所述，类书编纂也有基于知识单元的，如《册
府元龟》以内容片段为单元，《子史精华》以文辞语句

为单元。在具体知识组织方法上，类书主要有两种形

式：①知识聚类法；②知识重组法。所谓知识聚类，“是
指将知识按照一定的聚类标准分门别类地加以类聚和

有序化的过程”［１０］，这个标准可以是多样的，如《太平

御览》、《北堂书钞》以“事”聚类；《文苑英华》、《骈字

类编》以“文”聚类；《永乐大典》、《佩文韵府》以韵聚

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类书很少像书目那样按

学科体系分类，而是依照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和知识体

系来分类，在类目设置上基本都遵循了“天”、“地”、

“人”、“事”、“物”的逻辑结构，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的

思想。所谓知识重组，“是对相关知识客体中的知识因

子和知识关联进行结构上的重新组合，形成另一种形

式的知识产品的过程”［９］。类书的知识重组包括知识

因子重组和知识关联重组两种形式。前者如以韵聚类

的《永乐大典》，其编纂体例是“以韵以统字，用字以系

事”，先按《洪武正韵》列单字，再注音释义，摹写该字

各种字体，接着“总叙”该字所代表的名物别称、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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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最后按义群汇集与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

理、人事、名物，旁及奇文互见、诗文词曲等资料。后者

是在相关知识领域提取大量的知识因子，对其语义进

行分析与综合，以一种融会贯通的形式形成新的知识

关联体。如“分门别类，组织撮述”的类书《事物纪原》

分５５部，将有关各种事物起源的资料按类集中，然后
以串述中夹杂编者按语的形式作“总结性”论断，是原

文照录、摘录、编述、考证的综合应用。以“利源调度”

部“商税”条为例，其下“文王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

句，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原文为：“昔者文王之治

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

罪人不孥”。为避免芜蔓，与“商税”无关的句子都被

删掉了。“古之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故从而

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句，出《孟子·公孙丑

下》，是原文照录。而“此盖商贾之初有税也”，则是编

者的按语［１０］。像这种综合性论断就是编者提供给作

者的一种新的知识关联体。

　　三次文献中的史书、方志及政书的编纂，也都是基
于知识单元的知识组织形式。它们的不同点在于，前

两者是综合性质的，后者是关于典章制度专题性质的。

与一般文学作品的创作不同，它们的编纂不可能凭空

想象和杜撰，必须以一定的史实、史料为基础，而其取

材主要来自文献内容的知识单元。以史书《资治通

鉴》的编纂为例：先由司马光的助手范祖禹等人据历代

《实录》并参照其他史料，将重要历史事件列出纲目，

按年月日顺序调整安排妥当，称为“事目”；然后广泛

搜罗与该事件相关的史料，并在该条事目下注明全部

相关史料的出处，称为“附注”。“事目”实际上就是按

时间顺序排列的历史知识单元；“附注”是各条事目下

对全部相关史料所作的著录，相当于知识索引。在上

述工作完成后，再将事目下附注的全部史料检出来通

阅一遍，并斟酌详略，比较异同，考订优劣，择善而从，

以编者自己的语言综述史料内容，再按既定的编年体

例加以排列，形成“长编”。最后再由司马光删削“长

编”成正文。这个由实录及其他史书中的一系列知识

单元形成《资治通鉴》这一新的知识产品的过程，也是

知识关联重组的过程，其内部知识因子之间的关系和

结构，经编者重新阐释和组织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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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结构
具有层次性、交叉性等特点。在这个知识系统中，基于

自然及社会名物的知识组织处于基础性的第一层次。

它以综合性的字书及专科性的农书、医书等，记录和组

织关于人类社会及自然的各方面基本知识，而这部分知

识此前大都属于公共隐性知识。基于文献单元和知识

单元的古代知识组织分别处于第二、第三层次，两者都

以依附于文献载体的客观知识为组织对象，只不过前者

以相对独立完整的整部或整篇文献为单元，后者以文献

内容片断或语词文句为单元。在知识组织方法上，由第

一、第二至第三层次，从一般的知识阐释、知识聚类，到

知识因子重组、知识关联重组，知识组织方法依次演进

至较高层次。另外，基于文献编纂的古代知识组织结构

与文献组织结构具有某种程度的对应性，如一次文献编

纂的知识组织多基于文献单元，如文集、丛书、部分类书

等；二次文献编纂的知识组织既有偏重于文献单元的

（如书目），也有偏重于知识单元的（如索引），而三次文

献编纂的知识组织多基于知识单元，如史书、政书、年表

等。这也说明，抄纂这种文献生成方式比较适合基于文

献单元的知识组织形式，而编述比较适合于基于知识单

元的知识组织形式。对基于文献编纂的中国古代知识

组织方法及结构的研究，有助于从知识论角度疏通古代

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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